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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区域植被覆盖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选取浑善达克沙地为研究区，基于地理探测器模

型，定量研究了7个驱动因子对区域植被变化的单独影响及交互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8年，浑善达克沙地

68.83%的区域植被覆盖在增加，其中显著增加的区域集中在研究区的中部和南部，即阿巴嘎旗、锡林浩特市、正蓝

旗、正镶白旗和多伦县。（2）相对湿度和降水量是影响区域植被覆盖的主要自然因素，解释力分别达到了 56.6%和

49.5%。累计造林面积密度和年末牲畜头数密度是影响区域植被覆盖的主要人类因素，解释力分别达到了 49.1%

和 46.4%，表明生态工程的实施对区域植被覆盖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值 q均

大于每个单独因子的决定值 q，表明驱动因子的两两交互作用均会增加对区域植被变化的解释力。其中，相对湿度

和人类活动因子（累计造林面积密度、年末牲畜头数密度和人口密度），降水量和年末牲畜头数密度均以双协同为

主，解释力均超过了60%。而平均气温和年末牲畜头数密度以非线性协同为主，解释力也达到了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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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土地沙漠化是制约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

素［1］。植被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其中最为活

跃和敏感的因子［2-3］。土地沙漠化的发展与治理一

定程度上取决于植被的破坏和恢复，长时序的植被

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区域土地沙漠化的总

体变化［4-5］。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由于植被稀疏，

风沙灾害严重，风沙区的植被覆盖变化对气候变化

更为敏感。在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如生态工程建

设、土地复垦、过度放牧等）干扰下，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叠加使得风沙区的植被变化及驱动机制更

加复杂［6-8］。因此，开展风沙区的植被变化动态监测

及影响因素评估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对地观测技术的快速发展，研究长时序的

植被指数（如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变化是监测区

域植被变化的主要途径［9-12］。受气候变化和大规模

的人类活动影响，区域植被变化的驱动机制成为当

前研究的热点。当前主要采用相关分析法、残差法

等来研究影响植被变化的驱动因子［13-14］。邵艳

莹［15］利用 GIMMS NDVI3g 数据，基于相关分析法

研究了 1982—2013 年中国北方四大沙地的植被变

化及影响因子。Yu等［16］利用残差法分析了京津风

沙源区的植被变化及驱动机制，发现降水是限制区

域植被生长的主要因子，植被恢复是自然因素和人

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些方法在对影响

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方面和驱动因子量化方面挖掘

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地理探测器模型可以通过研

究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异来分析其背后的驱动

力［17］。地理探测器共分为 4 部分，分别为因子探

测、生态探测、因子交互作用探测和风险探测［18］。

以植被覆盖变化为例，因子探测用来分析每个影响

因子对植被覆盖空间分异的单独影响［19］；生态探

测用来分析两个因子对植被覆盖空间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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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用来分析两

两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风险探测用来分析每个因

子的子区域之间是否对植被覆盖空间分布存在显

著差异，用于探测植被覆盖最好的区域［20］。因此，

地理探测器模型成为目前研究植被变化影响因素

的主要手段之一。如庞静［21］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

研究了新疆地区植被变化的定量归因，发现自然因

素与人类活动因子交互作用也以双协同作用和非

线性协同作用为主，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区域植

被覆盖变化。

浑善达克沙地是中国北方四大沙地之一，地处

中国北方荒漠化区中部，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土沙

转换频繁，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源［22］。浑善达克沙地

区域气候变化显著，近 30年出现了气温上升、降水

量波动下降的趋势［23］。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国家

在该区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等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大规模生态工程建

设措施主要有造林工程、围栏封育、生态移民等［24］，

这些措施的实施必然会对区域的植被覆盖产生重

要影响。因此，浑善达克沙地大规模的生态工程建

设和气候变化为研究生态脆弱区的植被变化及影

响因素提供了良好的试验区。尽管前人对浑善达

克沙地的植被变化及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25-28］，当

前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①近 20年，研究区的植

被是如何变化，研究的时间尺度有待进一步扩充；

②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区域

植被变化，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基于 2000—

2018年的MODIS NDVI数据，结合气象数据和社会

经济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选取 7个因子来研

究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变化及其驱动力。其中，

自然因子选择相对湿度、降水量和平均气温；地形

因子选择坡度因子；在人类活动因子中，选择累计

造林面积密度作为造林工程的因子，选择年末牲畜

头数密度来间接作为围栏封育、禁牧轮牧政策的因

子，选择人口密度间接作为生态移民政策的因子。

研究结果可为浑善达克沙地的生态修复和区域可

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浑善达克沙地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东临大

兴安岭，南依阴山山脉，向西一直延伸到二连盆地

中部，北部为平坦的干草原。基于中国 1∶200 万

沙漠分布图，参考杨小平等［29］的研究，划定了浑善

达克沙地的边界（图 1）。在行政区划上，沙地分

布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

镶黄旗、正镶白旗、阿巴嘎旗、正蓝旗、锡林浩特

市、多伦县及赤峰市的克什克腾旗和河北省围场

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浑善达克沙地地处东亚夏季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1 Study area of Otindag Sandy Land in China

198



第 4 期 马永桃等：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浑善达克沙地植被变化定量归因

风北缘，属于温带半干旱气候，年降水量为 150—

450 mm，年均温为 0—5 ℃，降水稀少且气候灾害频

发，大风天气频繁。年蒸发量为 2 000—2 700 mm，

降水与蒸发比例严重失调。干燥度为 1.2—2.0，全

年无霜期为 104—120 d［30］。浑善达克沙地的地势由

东南向西北降低，区域内的主要生境类型有流动沙

丘、半固定沙丘、固定沙丘、丘间低地和湿地。该地

区主要地带性土壤为栗钙土，其次为棕钙土，非地

带性土壤为风沙土。沙地西部植被较少，东部植被

较茂盛，沙地的植物种类随生境的不同有较大的差

异，但仍以草原植物为主，针、阔叶乔木，榆树疏林等

超地带性植物明显［31-32］。

1.2 数据

1.2.1 遥感数据

NDVI 数据为 2000—2018 年 16 d 的 MODIS

NDVI数据集，空间分辨率为 250 m。该数据集来自

美国 USGS 数据中心发布的 MOD13Q1 数据产品

（https：//lpdaac.usgs.gov/）。选择 MRT（MODIS Re‐

projection TOOL）工具完成 MODIS NDVI数据的拼

接与投影。在此基础上，运用最大值合成法（Maxi‐

mum Value Composite，MVC）合成 2000—2018年每

月的 NDVI 数据。由于浑善达克沙地冬季植被较

少，且受积雪的影响，冬季NDVI产品无法真实反映

区域的植被状况。因此，参考前人的研究，选择 4—

10月生长季的NDVI均值进行研究［33］。

1.2.2 自然因素数据

2000—2018 年地面气候月值数据来自中国气

象数据共享网（http：//data.cma.cn），气象因子（表 1）

包括相对湿度（X1）、降水量（X2）和平均气温（X3）。

由于原始数据为站点数据，采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

（Inverse Discharge Weight，IDW）将气象数据插值为

分辨率为 1 km的数据。DEM数据来自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和国防部国家测绘局（NIMA）共

同测量的 SRTM（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

90 m数据产品（http：//dwtkns.com/srtm/）。利用Arc‐

GIS 软件中 3D 分析数据得到了研究区的坡度数据

（X4，表1）。

1.2.3 人类活动数据

人类活动因子（表 1）选择人口密度（X5）、累计

造林面积密度（X6）和年末牲畜头数密度（X7）。人口

密度、年末牲畜头数和各县面积来自 2000—2018年

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统计年鉴。造林面积来自

2002—2018 年的中国林业统计年鉴。由于区域从

2001年开始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累计造林面

积密度（hm2·km-2）为 2002—2018 年各县累计造林

面积除以各县面积得到。年末牲畜头数密度

（头·km-2）为 2000—2018年各县年末牲畜头数的均

值除以各县面积得到。

1.3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

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17-18］。

（1）因子探测将植被覆盖作为因变量，各因子

作为自变量，则影响区域植被覆盖分异决定值q为：

q = 1 -
∑
h = 1

L

nhσh
2

nσ 2
（1）

式中：q是度量空间分异性的指标；h=1，2，···，L，L

为分类数目；nh和 n 分别为层 h 和全区的样本单元

数；σh
2和σ2分别为层 h 和全区的方差。q 的取值范

围为［0，1］，q 值越大，说明影响因子对植被覆盖变

表1 植被NDVI的影响因子指标

Table 1 The indicators of impact factors of NDVI

类型

自然因素

人类活动

因子

X1

X2

X3

X4

X5

X6

X7

指标

相对湿度

降水量

平均气温

坡度

人口密度

累计造林面积密度

年末牲畜头数密度

单位

%

mm

℃

°

人·km-2

hm2·km-2

头·km-2

数据来源

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

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

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

美国NASA和NIMA共同测量的SRTM 90 m DEM数据

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统计年鉴

中国林业统计年鉴

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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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解释力越强。

（2）生态探测主要以 F 统计量来衡量两个因子

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F =
Nx1 × ( Nx2 - 1) ×∑

h = 1

L1

Nhσ
2
h

Nx2 × ( Nx1 - 1) ×∑
h = 1

L2

Nhσ
2
h

（2）

式中：Nx1及 Nx2分别表示两个因子的样本数量；L1和

L2分别表示变量 x1和 x2分层数目。

（3）交互作用探测用于识别因子之间的交互作

用，即评估自然因子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增加或

减弱）或者相互独立作用对植被覆盖空间分布的解

释力。通过计算两种因子的 q值之和与影响因子两

两的联合 q值，可识别不同影响因子之间对区域植

被变化的交互作用，来判断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是

增加了对植被覆盖变化的影响还是减弱了对植被

覆盖变化的影响，或者两个因子是独立起作用的。

“交互关系（∩）”代表两个影响因子 x 和 y 之间的交

互关系，Min（q（x），q（y）），Max（q（x），q（y））和q（x）+

q（y）将坐标轴分成 4 个区间，由 q（x∩y）在 4 个区间

中的位置确定交互关系（表2）。

（4）风险探测用于判断两个因子子区域间的属

性均值是否有显著的差别，用于搜索 NDVI好的区

域。风险探测用 t统计量来检验：

t =
-
Y h = 1 - -Y h = 2

é

ë
êê

ù

û
úú

Var (Yh = 1)

nh = 1

+
Var (Yh = 2)

nh = 2

1/2
（3）

式中：-Y h 表示子区域 h内的属性均值；nh为子区域 h

内的样本数量；Var表示方差。

2 结果与分析

2.1 2000—2018年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时空变

化特征

时间上，2000—2018年浑善达克沙地的植被覆

盖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增加趋势为 0.01/10a（R2=

0.11，P=0.169）。最小值出现在 2001年，最大值出现

在 2012 年（图 2A）。空间上，2000—2018 年浑善达

克沙地的植被覆盖变化呈现一定的异质性（图 2B）。

苏尼特右旗的东部、苏尼特左旗的西部和克什克腾

旗的部分区域植被有明显退化的趋势，而阿巴嘎

旗、锡林浩特市、正蓝旗、正镶白旗、多伦县和围场

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大部分区域植被则呈增加的

趋势。从图2C可以看出，浑善达克沙地显著退化的

区域集中在研究区东部（即克什克腾旗），显著改善

的区域集中在研究区的中部和南部（即多伦县、阿

巴嘎旗、正蓝旗和正镶白旗部分区域）。研究区

68.83% 的区域植被覆盖在增加，其中 21.19% 的区

域呈显著增加的趋势。研究区 31.17% 的区域植被

覆盖在减少，其中仅 3.32% 的区域呈显著减少的趋

势（图 2C）。该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例

如，元志辉等［26］分析了 2000—2014年浑善达克沙地

植被覆盖的变化，发现无论是生长季还是每月的均

值，浑善达克沙地的 NDVI 均呈增加的趋势。Ma

等［27］也发现 2000—2015 年浑善达克沙地的 NDVI

呈增加的趋势，植被覆盖增加的区域也集中在研究

区的中部和南部。

2.2 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区域植被变化的单独

影响

影响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的主要影响因子

分别为相对湿度（0.566）、降水量（0.495）、累计造林

面积密度（0.491）、年末牲畜头数密度（0.464）、人口

密度（0.235）、平均气温（0.082）和坡度（0.056）。在

自然因素中，水分是控制浑善达克沙地植被生长的

主要因子。相对湿度和降水量变化可解释区域植

表2 两个变量对区域植被覆盖变化交互作用的类型

Table 2 Interaction types of two variables on regional vegetation cover change

描述

q(x∩y)<Min(q(x)，q(y))

Min(q(x)，q(y))<q(x∩y)<Max(q(x)，q(y))

Max(q(x)，q(y))<q(x∩y)<q(x)+q(y)

q(x∩y)=q(x)+q(y)

q(x∩y)＞q(x)+q(y)

作用类型

非线性拮抗作用

单拮抗作用

双协同作用

独立作用

非线性协同作用

说明

Min(q(x)，q(y))表示q(x)、q(y)之间的最小值；q(x∩y)表示

x与 y的两者交互作用；Max(q(x)，q(y))表示q(x)、q(y)之

间的最大值；q(x)+q(y)表示q(x)、q(y)两者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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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变化的 56.6% 和 49.5%。相对湿度、降水是驱动

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年际波动的主要因素［25，27］。

水分参与植被的光合和蒸腾作用等生理生化过程，

水分减少会导致植被光合速率下降、有机物产量降

低［32］。在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是影响植被活动的

主要限制因子［33］。在人类活动因素中，累计造林面

积密度和年末牲畜头数密度可解释区域植被变化

的 49.1% 和 46.4%。2001 年后，中国政府在浑善达

克沙地实施了退耕还林、人工造林、围栏封育、禁

牧、轮牧等政策，并实施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来控

制当地的牲畜头数，其目的是通过给农牧民发放补

贴，鼓励他们减少牲畜保护草原生态系统［34］。因

此，退耕还林工程和禁牧、轮牧等措施对区域的植

被恢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大规模的生态工

程建设对浑善达克沙地的植被恢复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人类活动对浑善达克沙地 26.02% 的区域植

被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27］。生态工程建设措施是

导致京津风沙源区（浑善达克沙地是其中一部分）

植被覆盖增加主要因素［16］。张思源等［34］利用地理

探测器模型研究发现 2000—2015 年家畜密度对内

蒙古自治区 NDVI 的变化的解释力有小幅度的上

升。本文进一步利用生态探测器分析各个因子对

区域植被覆盖变化的显著性差异。影响植被变化

的前 4 个主要因子（相对湿度 X1、降水量 X2、累计造

林面积密度X6和年末牲畜头数密度X7）之间没有显

著差异，而两个主要人类活动因子（累计造林面积

密度X6和年末牲畜头数密度X7）与其他 3个因子（平

均气温 X3、坡度 X4和人口密度 X5）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图 3）。因此，相对湿度、降水量、累计造林面积

密度和年末牲畜头数密度是影响区域植被覆盖变

化的主要因子。

2.3 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区域植被变化的交互

影响

为了说明不同驱动因子之间是会增强、减弱或

单独影响区域的植被变化，利用因子交互探测器识

别了不同驱动因子对浑善达克沙地植被变化的交

互作用。从图 4可以看出，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

用 q 值均大于每个单独因子的 q 值，表明驱动因子

的两两交互作用均会增加对区域植被变化的解释

力。例如，降水量（X2）与累计造林面积密度（X6）交

互作用解释力达到了 54.5%，高于降水量单独影响

解释力的 49.5%和累计造林面积密度单独影响解释

力的49.1%。

图2 2000—2018年浑善达克沙地植被覆盖空间变化特征

Fig.2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vegetation cover in Otindag Sandy land（OSL）from 2000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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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因子之

间的交互作用以双协同作用和非线性协同作用为

主。其中，相对湿度（X1）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均

以双协同作用为主。除相对湿度与坡度的交互作

用外，相对湿度（X1）与其余 5 个因子（X2，X3，X5，X6，

X7）的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达到了 60%以上。降水

量（X2）与年末牲畜头数密度（X7）交互作用解释力达

到了 62.2%，累计造林面积密度（X6）与其余因子交

互作用的解释力均达到了 50%以上。因此，自然因

素和人类活动对浑善达克沙地植被变化的影响既

不是单方面起作用，也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而是

相互增强或非线性增强效应。该研究结论与前人

的研究类似［34-36］。例如，张思源等［34］利用地理探测

模型分析了 2000—2015 年内蒙古自治区的 NDVI

变化及驱动力，发现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呈现

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

2.4 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对植被覆盖的适宜

性评价

本文利用风险探测器分析不同驱动因子对浑

善达克沙地植被生长的适宜范围，用于搜索植被覆

盖较优的区域。风险探测器结果给出了某一因子

不同等级之间NDVI均值及不同等级之间是否存在

显著性的差异（图 5）。以降水量为例，降水量被分

成 11 个等级，数值越大表示降水量越大。从图 5B

可以看出，第 11 等级（降水量为 416—435 mm）时，

NDVI 的值最大。随着降水量的增加，植被覆盖度

图4 不同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的决定值q

Fig.4 The determination value q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driving factors

表3 两两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

Table 3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drivers

两因子交互作用

X1∩X2=0.621

X1∩X3=0.623

X1∩X4=0.582

X1∩X5=0.617

X1∩X6=0.616

X1∩X7=0.7608

X2∩X3=0.589

X2∩X4=0.512

X2∩X5=0.559

X2∩X6=0.545

X2∩X7=0.622

X3∩X4=0.147

X3∩X5=0.329

X3∩X6=0.566

X3∩X7=0.600

X4∩X5=0.266

X4∩X6=0.505

X4∩X7=0.486

X5∩X6=0.555

X5∩X7=0.592

X6∩X7=0.598

两因子PD值相加

<1.061=X1+X2

<0.648=X1+X3

<0.622=X1+X4

<0.801=X1+X5

<1.057=X1+X6

<1.03=X1+X7

>0.577=X2+X3

<0.551=X2+X4

<0.73=X2+X5

<0.986=X2+X6

<0.959=X2+X7

>0.138=X3+X4

>0.317=X3+X5

<0.573=X3+X6

>0.546=X3+X7

<0.291=X4+X5

<0.547=X4+X6

<0.52=X4+X7

<0.726=X5+X6

<0.699=X5+X7

<0.955=X6+X7

结果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C<A+B

解释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非线性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非线性协同作用

非线性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非线性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双协同作用

图3 各驱动因子之间的显著性差异（置信水平95%）

Fig.3 Analysis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driving

factors（Confidence level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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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增加的趋势。统计检验也表明，第 11等级降水量

的 NDVI均值与其他等级的 NDVI均值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进一步证明降水量为 416—435 mm 时，浑

善达克沙地的植被覆盖最好（表 4）。其他因子也做

图5 自然因子和人类活动因子不同等级的NDVI变化

Fig.5 NDVI change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y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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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分析，从而找到利于浑善达克沙地植被生长

适宜的范围（表 5）。从图 5可以看出，随着相对湿度

和降水量的增加，植被覆盖均呈增加的趋势。植被

生长最适宜相对湿度范围为 53.7%—58.1%，此时

NDVI 最大值为 0.345。降水量适宜范围为 416—

435 mm，此时NDVI最大值为0.442。随着累计造林

面积的增加，植被覆盖呈增加的趋势，当累计造林

面积密度范围为 31.1—38.9 hm2·km-2时，NDVI值最

大，为 0.440。而随着年末牲畜头数的增加，植被覆

盖则呈波动的变化，当年末牲畜头数密度为 58—60

头·km-2，NDVI值最大，为0.384（图5）。随着其他因

子的变化，植被覆盖呈现一定的波动变化，其中当

平均气温为 5.5—5.7 ℃、坡度为 5.7—34.7、人口密

度为 50—57 人·km-2 时，区域 NDVI 的值达到最

大（表5）。

地理探测器虽有独特优势，但也存在一定不足，

例如不同的离散化分类方法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

响［30］。因此，未来需利用不同离散化分类方法分析

影响区域植被覆盖变化的驱动因子。此外，不同时

期年末牲畜头数受自然因素和国家政策等因素共同

影响，在考虑其对植被覆盖的影响时，应分为不同时

期进一步研究。同时，人类活动除生态工程建设外，

还涉及其他的一些因子，未来需要加入更多的人类

活动因子来分析影响植被覆盖变化的驱动因子。

3 结论

2000—2018 年浑善达克沙地的植被覆盖呈增

加的趋势，增加趋势为 0.01/10a。其中，21.19%的区

域呈显著增加的趋势，集中在研究区的阿巴嘎旗、

锡林浩特市、正蓝旗、正镶白旗、多伦县和围场满族

蒙古族自治县的大部分区域。而研究区苏尼特右

旗的东部、苏尼特左旗的西部和克什克腾旗的部分

区域植被有退化的趋势。

自然因子方面，相对湿度和降水量是影响区域

植被覆盖的主要因素，解释力分别达到了 56.6% 和

49.5%。人类活动因子方面，累计造林面积密度和

年末牲畜头数密度是影响区域植被覆盖的主要因

素，解释力分别达到了 49.1%和 46.4%，表明生态工

程的实施对区域植被覆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浑善达克沙地植被变

化的交互作用以双协同和非线性协同为主。其中，

相对湿度和 3种人类活动因子（累计造林面积密度、

年末牲畜头数密度和人口密度）、降水量和年末牲

畜头数密度均以双协同为主，解释力均超过了

60%。而平均气温和年末牲畜头数密度以非线性协

同为主，解释力也达到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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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etation dynamics and its driving force in Otindag Sandy

Land based on Geodetector

Ma Yongtao1，Ren Xiaozong1，Hu Huifang1，Liu Min1，Meng Qi2

（1.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Jinzhong 030619，China；2.Institute of Loess Pla‐

teau，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It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vegetation cover dynamics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There‐

fore，this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in Otindag Sandy Land（OSL）area and the individual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seven driving factors on regional vegetation changes were studied using the Geodetector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 vegetation cover increased in 68.83% area of the OSL from 2000 to 2018，and the signifi‐

cant regions were mainly in the middle and south of the study area（i.e. Abag banner，Xilinhot，Zhenglan ban‐

ner，Zhengxiangbai Banner and Duolun County）.（2）The relative humidity（RH）and precipitation were the 

main natur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egetation cover in the OSL from 2000 to 2018，with ex‐

planatory powers of 56.6% and 49.5%，respectively. While the density of total afforestation area and the density 

of livestock were the main human activities factors，with explanatory powers of 49.1% and 46.4%，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had important effects on regional vege‐

tation cover dynamics.（3）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activities had a stronger impact on 

vegetation changes than single facto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H and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precipitation and the density of livestock were dominated by double synergy.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se interaction impacts were over 60%. However，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the density count of 

large livestock at the end of the year was dominated by non-linear synergy，the explanatory power also reached 

over 60%.

Key words： vegetation cover dynamics；climate change；human activities；quantitative attribution；Otindag

Sandy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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